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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靖边县治迁徙再研究
———陕北沿边地方政区治所与城址选择关系的个案讨论

李大海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提　要］治所迁徙与城址选择，既有联系亦有区别。雍正年间所设之靖边县，依托于明代从军事防御角度陆续

择址修筑的五座城堡。明代嘉靖以后镇靖堡军事价值的提升，无法动摇靖边营的区域核心地位；设县时确定治所，因

未找到直接文献，故原因难以揣度。同治时治所迁移，与各城堡人口及基础设施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宁条梁地处边

外，不可能成为备选。“１９４２年迁治张家畔”的说法，掩盖了此间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外围政治角力过程所导致的

一县二治局面。陕北沿边地区的治所变动可以影响所驻城堡的历史兴衰趋向，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边疆内地化的演进格

局，与城堡本身在明代的选址过程并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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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清代雍正年间所设靖边县的治所位置，

一般认为初设于靖边营城 （今陕西省靖边县新城

乡，亦称新城堡），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年）北迁镇

靖堡 （今镇靖乡），抗战时期移于边外小镇张家

畔 （今县治）。这一系列变动的历史过程及其原

因，学界虽有讨论和对话①，却仍不失深入探讨

之意义。故希望通过下文考察对深化相关问题的

认识有所裨益。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者专

家继续批评指正。

一　军事防御：明代城堡择址的立足点

明代陕北沿边地区众多营堡城垣的始筑时

间，主要集中在正统和成化时期②。这与蒙古诸

部重新南下进入河套，不断扰边的军事形势密切

相关。对此，后人论道： “国初，敌迤河外，延

绥以宁。自东胜既失，北马南渡，始创边台墩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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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海：　《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
变与县治迁徙》，载 《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２００４年
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５年，第２６０－２７４页；张萍：　《谁主沉浮：农牧
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
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成一农：　《

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
丛》２０１０年第２辑；成一农：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
方法的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２年第１辑。

万历 《延绥镇志》卷１ 《建置沿革》（国家图书馆
藏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康熙 《延绥镇志》卷１ 《地理
志》及雍正 《陕西通志》卷１１ 《城池》；按明代陕北沿
边诸堡中，有些是在继承北宋和西夏堡寨基础上翻新改
建而成，故本文所谓 “始筑时间”更多是从明代开始利
用这一角度而言的。



于河之口。建沿边榆林等诸堡，聊用遏逿”①。

构成清代靖边县主体的五座城堡，沿边墙自

东向西分别是龙州 （今龙洲乡）、镇靖、镇罗
（今属杨米涧乡）、靖边和宁塞 （今属吴起县长城

乡）。除镇罗堡修建于万历二十八年 （１６００年）

外，其余各堡多筑于成化年间。如龙州堡建于成

化五年，镇靖堡建于成化八年，宁塞堡建于成化

十一年 （１４７５年）。靖边营城垣虽于景泰四年
（１４５３年）新筑，但也经历成化、嘉靖年间的多

次拓展②。

明代对沿边诸堡城址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

以靖边诸堡论，镇靖堡 “国朝始守塞门，成化五

年巡抚王公锐进守笔架城，八年余肃敏公移兵守

之”③。余子俊移守的地方叫做 “白塔涧口”，是

为 “就快滩河迤南之险”④。宁塞堡是 “撤三岔

堡兵守之”，才得以修筑⑤。塞门 （砦）和三岔

堡都是宋夏对峙时期双方修筑的堡寨⑥，而靖边

营城则是直接在景泰时改筑北宋保安军兀喇城基

础上拓展而成的⑦。如果将塞门砦、笔架城和三

岔堡看做是镇靖堡、宁塞堡的前身，那么明军驻

地在这些城堡之间的不断转移，就可被认为是对

沿边诸堡城址的选择过程。

是何原因导致明代没有完全沿袭此前已有的

城址呢？据程龙研究，宋夏之间的堡寨在地理位

置上多是 “险” “要”不能兼顾。换言之，扼要

者无法据险而立，据险者必失之冲要。因此，无

法发挥使敌不能深入为患的作用，实质在于保证

宋军的粮食补给，有利于和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

人口和土地资源⑧。可见，前代遗留堡寨的先天

不足或许正是明代不断调整军队驻所的原因之

一。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后人比宋夏之人 “明

智”，而是表明形势变化可能导致军队驻地选择

的改变。

不论守险，还是扼要，都说明沿边城堡的选

址主要来自军事攻守的考虑。有学者指出营堡之

间保持怎样的适当距离，也是从军事防御角度体

现出来的选址因素⑨。总之，包括靖边诸堡在内

沿边各城池选址的立足点，是和它们接下来所要

发挥的军事防御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

还可从明政府对影响当时城堡选址的其他因素的

态度中得以窥探。以镇靖为例，其 “堡北临快滩

河，水涨易于淹城，河岸沙土易于崩塌，每遇上

流岸崩壅水，则下流断流，城中无水，人马俱
困”瑏瑠。方志中留下来设县前该堡 “水涨淹城”

的记录至少就有四次，最为惨烈的据称是 “嘉靖
丙寅 （四十五年，１５６６年）大水淹城，继为虏
陷，参将鲁聪死之”瑏瑡。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城
堡选址上的 “缺陷”也并未使朝廷做出改变军队
驻地的决策，说明 “白塔涧口”的位置具有极高
的军事利用价值。正如余子俊在选择该处等地设
立镇靖诸堡后所言： “以守则固，以战则利”瑏瑢。

与之类似的是靖边营城，其 “城中无泉，山中无
薪，颇有水火不足之虑”。这些客观上的劣势，

在守险的巨大优势面前显然相形见绌，该 “营东
西北皆天堑深沟，堪以据守，南面涧口虽平，近
筑新军、家丁二营以为重障，城守颇易”，使
“虏不得近薄城下”瑏瑣。

明代史料中有关延绥沿边城堡的 “迁徙”，

或者说军队驻所改变原因的记录，多说是水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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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或枯竭所致①。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军队迁徙、

驻扎城堡的改变看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选择过

程，那么此类原因事实上多在其早期出现。换言

之，就最终确定而言，包括靖边在内的延绥沿边

诸堡选址主要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考量的

结果。

二　城堡权衡：清代设县择治的可能

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年）靖边设县，确定靖边

营城为县治所在地。为何如此选择？难道此堡之

外，县境其他各堡就都未曾成为 “可选项”而在

备考之列吗？由于未能找到当时的原始档案，所

以解答这些问题，只有依赖于今人对明代至清初

靖边诸堡地位和功能差异的分析。

就靖边诸堡而言，无论从卫所设立、军镇建

置还是行政官员体系，靖边营城都占据独一无二

的特殊地位，在区域军事防御的历史背景中也发

挥着最为重要的核心职能。即便在整个延绥西

路，除定边营外，亦恐再无任何城堡的地位能够

望其项背。

靖边营城建成仅三年，朝廷即将陕西按察使

司副使杨德派驻于彼，此后该职或为副使、或为

佥事，延续至明亡②。 《实录》中的记载称该员

为 “管粮佥事”或 “副使”③，表明其与沿边军

马粮草供应密切相关。所谓 “靖边营管粮佥事”

和 “靖边管粮道”实为同指，在文臣守边的体制

内地位仅次于驻扎镇城的延绥巡抚，是为其所属

三道 （另为榆林和神木）之一。该员除万历中期

因防秋每年须定期赴定边营外，始终都驻扎在靖

边营城。嘉靖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年）， “诏以陕西

河西道所辖……保安、安定、安塞三县，属靖边

管粮道，各令就近兼理分巡。”说明该道职责范

围已扩大至周边郡县④。万历时，靖边管粮道转

变为兵备道，应是加入 “整饬兵备”职责的结

果。换言之，此时靖边道既有管粮之责，亦有分

巡周边郡县以及整饬边备的多项职能。延绥镇还

设有四员管粮同知，其西路一员亦驻靖边营，全

称为 “延安府分管延绥西路粮厅”⑤，简称 “西

粮同知”，“隆庆初设通判，万历中改同知，驻靖

边。”⑥ 该员初属庆阳府佐贰，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
年）十二月，应陕西巡抚张瀚等人请求，朝廷将

之改注于延安府⑦。除上述各级管粮官员外，延
绥镇还设有 “城堡同知”二员，从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年）起靖边营即驻有一员。所谓城堡同知
是指 “专管修筑城堡事务”的府佐贰官员⑧。总
之，比较靖边营周边各处，恐再未有如此之多司
道和府佐贰一级的官员同驻一城者。

在靖边诸堡中除文官外，作为边防重镇尚有
大量军队武职官员驻守。就卫所而言，靖边一带
并非 “榆林卫辖区”。成化年间设立榆林卫时，

在靖边营以西的安边营，置守御千户所，当时大
致延绥西路皆隶属于庆阳卫辖区。晚至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年），在靖边营城置守御千户所，隶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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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２年待刊。

万历 《延绥镇志》卷２ 《建官·延安府分管延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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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延绥镇志》卷３ 《官师志·文职》，（台北）

台湾成文出版社，据康熙十二年抄本影印，１９７０年。
《明穆宗实录》卷６４，隆庆五年十二月乙卯条。
《明神宗实录》卷１６４，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条；

［明］王遴：　《量复城堡官员疏》，康熙 《延绥镇志》卷６
《艺文志·疏》；按城堡同知初为临时派遣，事完即撤，

嘉隆之交，巡抚王遴请复专设延安府带衔城堡同知一
员，驻扎镇城。此后，据 “改延安府靖边城堡同知……

注庆阳府”（《明穆宗实录》卷６４，隆庆五年十二月乙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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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条）可知，王氏建言可能不但得到
允准，而且朝廷增加了城堡同知的员额，只是隆庆五年
后，这二员同知又被裁撤，故有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年）

梅氏复设之议。



安卫①。“设掌印、巡捕千户各一员，吏目一员，

管理所事；其各堡领解军马钱粮悉凭印出纳”②。

显然，作为粮储重地的靖边营在沿边地区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延绥西路诸堡中，只有靖边
营和安边营设有卫所建置，同样说明前者地位着
实不同一般。

就镇戍体系而言，此前研究对靖边营和其他
各堡间的地位差异已有详细论述，基本史实尚且
清楚。关键的问题在于由此引申得出的观点却有
必要再做检讨。

从驻靖边营城的镇戍武官级别③和受到北虏

侵扰的频率看，的确无法与北面的镇靖堡相比。

特别是嘉靖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年），延绥巡抚胡志
夔在镇靖堡设中路参将后④，靖边营城的军事
“重要性”似乎不仅远不及延绥西路之定边营、

旧安边营，也不如镇靖堡、甚至宁塞营等城堡。

笔者以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被表面现
象所蒙蔽，甚至极端地认为靖边营在延绥西路
“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并不重要”。更不能
完全从战争发生地的角度将受到北虏侵扰的次数

做为评判城堡边防价值的唯一参数，得出靖边营
城 “在军事防御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在靖边
道辖区内并不是重要的军事要地”的结论。窃以
为，这里问题取舍的关键已非史实地认定，而在
于研究者对自身研究价值判断的把握分寸。

靖边营做为延绥西路最重要的粮储重地，遭
受北虏侵扰较少，正是其发挥区域粮饷馈应功能
的自然结果。本文不拟再过分强调后勤补给对
“一应粮草俱系腹里人民供给”⑤ 的延绥沿边防
区的重要性⑥。只想指出，难道靖边营也需如镇
靖堡一般，在刚设立中路参将的第二年 （嘉靖四
十四年，１５６５年）即被蒙人攻陷，导致参将、

指挥、千户皆战死，总兵、副总兵、巡抚连坐的
结果⑦，才能证明其在沿边军事价值之高、作用
之大吗？

镇靖堡的确是沿边北虏南下的紧要通道，正
如嘉靖后期巡抚胡志夔所说 “乃延安门户”⑧，

而靖边营显然不在这一交通要道上。但问题是，

明廷与北虏大致以边墙为界划疆而治，双方处于
军事敌对的战争状态，似乎两者之间的攻防交锋
不宜套用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现成理论，从而认为
靖边营不占据交通优势，引申出镇靖堡地位可与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郭红、靳润成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７８－３８１页；再，有
研究据《明神宗实录》卷４２６，万历三十四年十月己未条：
“延绥靖边卫守备苗守荣为甘肃洪水堡游击”一句认为曾
设“靖边卫”（参成一农前揭文）。笔者以为此论稍欠审
慎。据《明实录·校勘记》载抱经楼本该处作“靖边营”。

此勘极为紧要，盖守备为镇戍兵制官名，属“无品级、无定
员”之列，卫所官职体系中并无守备一职，然该营却有守
备一缺（按万历元年添设，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

１２６《兵部九·镇戍一·将领上·延绥》，（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５５页）。另据万历《延绥镇志》，只记有
“靖边守御千户所”（卷２《建官》）；清初亦只称有“靖边千
户所”，皆无靖边卫（康熙《延绥镇志》卷２《建置志》）。

《明穆宗实录》卷４，隆庆元年二月壬寅条。

按万历《明会典》卷１２６《兵部九·镇戍一·将领
上》“延绥”一节内容有再细化认识之必要。兹节录成一
农前揭文所引如下：“协守一员；定边副总兵，定边营，又
有游击、守备、都司三员。嘉靖四十一年裁革游击都司，

添设总兵，分守安定、镇靖等处，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处。

所属参将守备，共四员，分守六员：……西路参将，旧驻旧
安边营。成化间，移新安边营。嘉靖二十一年，复驻旧安
边营。中路参将，嘉靖四十三年添设，驻镇靖堡，所属靖
边营守备……守备十一员……宁塞营，嘉靖四十三年添
设；靖边营，万历元年添设。”上述标点不无可议之处，要
者在于“安定镇靖”如何点断。如前引所断，则“安定”不
可解，一者非指安定县（巩昌府属），二者沿边也无安定
堡。（实录中作“定安镇靖”，参《明世宗实录》卷５０９，嘉靖
四十一年五月己丑条）后文“所属参将、守备，共四员”或
可提供线索，定边营原设游击、守备、都司三员，后裁革游
击、都司，只留守备一员，与添设之副总兵同驻。由此加
旧安边营所驻之西路参将，镇靖堡所驻之中路参将，靖边
营所驻之守备，符前文所属四员之数。故“安定镇靖”宜
标点为“安、定、镇、靖”，分指旧安边营、定边营、镇靖堡和
靖边营四处。镇靖堡之中路参将领靖边营之守备，而定
边营之守备因与副总兵同城，故不属旧安边营参将。

《明世宗实录》卷５３５，嘉靖四十三年六月癸酉
条。

《明宪宗实录》卷７７，成化六年三月壬辰条。

有关延绥地区军事防御与粮饷供给之间关系的研

究，可参程龙前著及赖建诚著 《边镇粮饷———明代中后
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 （１５３１－１６０２）》，（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按清初沿边地区的粮食供应
依然仰仗内地，可参 （清）汪景祺著 《读书堂西征随
笔》之 “榆林兵备”条，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标点本，第１９页。
《明世宗实录》卷５５６，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戊午

条。
《明世宗实录》卷５３５，嘉靖四十三年六月癸酉

条。



表１　雍正二年陕北沿边地方行政建置表

延安三厅 掌印官员 驻地 原领城堡 新委官员 驻地 分领城堡

神木厅 延安府同知 神木 东路十堡 黄甫川等十营堡

榆林厅 延安府同知 榆林 中路十堡

鄜州州同 榆林 双山、常乐、保宁、归德、鱼河

葭州州同 波罗 响水、波罗、怀远

巡检 威武 清平、威武

靖边厅 延安府同知 靖边 西路十堡

县丞 定边 定边、砖井、盐场

延安府经历 靖边 靖边、镇罗、宁塞

巡检 镇靖 镇靖、龙州

绥德州州同 安边 安边、柳树涧

　　资料来源：《清世宗实录》卷２６，雍正二年十一月乙丑条；按清制，府同知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府经历及县丞

皆正八品；巡检从九品；驻定边之县丞原为宜川县县丞，此改为 “延安府分驻定边县丞”。

之 “抗衡”的结论。即便是在明清鼎革之后，由

于沿边禁留地的存在，使得边墙内外的交流仍然

处于受到限制的阶段。即使从康熙末年放松边内

民人出边耕种的禁令，但这个范围也基本局限在

五十里以内，其规模有限。因此在设县之前，以

边墙内外为主导的交通模式并未成熟，靖边一带

本质上是一个以边墙为限，较为封闭的政治环

境。从另一个角度看，靖边地区沿边墙东西方向

的交通仍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明代，边墙内

侧形成的通道，是沿边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主

要凭借，所谓 “商旅游行，偱沟垒不受惊张之

虞”， “运粮者偱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

绝”。密集的营堡群及联系其间的交通道路节省

了驿站的设置，入清以后继续沿用，成为明清两

代陕北长城沿线沟通东西向最重要的官驿

大道①。

前文不厌其烦地对明代靖边诸堡地位和职能

进行比较和权衡，但实质上，清代雍正时期靖边

设县择治的决策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对当时 “现

实”情况的考虑。纵使嘉靖后期以来，延绥西路

沿边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极大加强了镇靖诸堡

的地位，也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入清八十余年

后，靖边县治可能会 “选择”镇靖堡的原因是来

自军事重要与否地考量。显然，这与清初以来沿

边地区不断推进的内地化进程格格不入。事实

上，驻扎镇靖堡的参将入清即被裁撤，靖边诸堡

中除靖边营城驻有级别稍高的游击外，其余各堡

只有绿营兵制中的守备一职。前朝军事地位 “显

赫一时”的镇靖堡因此重回平庸。比较而言，靖

边道和城堡同知虽在康熙时期被裁撤，但承自明

代的延安府管粮同知却依然驻扎靖边，并成为该

府在沿边地区设立的所谓 “三厅”之一②。雍正

二年 （１７２４年），清廷进一步细化了三厅所属官

员 （表１）。

在表１所示地方行政地理格局基础上，雍正

八年，陕北沿边地区得以郡县化，据 《清历朝实

录》记载：

一、陕省延安府属榆林、靖边、神木三

厅，管辖沿边三十堡。除神木同知所辖东十

堡已改归州县管辖外，其榆林同知所管中十

堡，靖边同知所管西十堡，现今夷汉杂居，

必须大员弹压；请于榆林地方设知府一员，

照磨一员，即将榆林州同、靖边经历、定边

县丞各改为知县；怀远堡亦改设知县；四县

俱添设典史一员……一、榆林添设府县，足

资分理，原设之榆林、靖边同知及波罗州

同，威武、镇靖巡检、榆林广育仓大使各缺

均请裁汰；惟留神木同知一员以司粮捕。③

从上述变动过程可以看出，选择靖边营城作

为县治所在，应该是充分尊重历史渊源的基础上

做出的决策。当然，这种渊源不必被过分夸大，

以靖边临县怀远 （今横山）县治的选择即可对此

·６８·

①

②

③

嘉靖 《宁夏新志》、王琼 《北虏事迹》，皆转引自
张萍 《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
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清］汪景祺著：　《读书堂西征随笔》之 “延安三
厅”条，第２５页。

《清世宗实录》卷１００，雍正八年十一月壬午条。



加以说明。县城怀远堡在明代和清初的军事地

位，比较而言都不是重要之地，可设县时却偏偏

没有选择附近其他更有" 历史渊源" 的城堡，可

以认为当时治所的选择会根据一些现实的考虑来

做出决定①。

总之，将镇靖堡在明代军事镇戍地位的 “突

出”和所谓 “交通地理”条件的优越，作为挑战

靖边营城做为清代靖边县治首选的依据基本靠不

住，也经不起推敲。诚然，在今人看来能够成为

影响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或许不可胜数，但当我

们真正努力试图回到历史情景中去时，才会发现

许多 “可能”不过是一厢情愿。这并非是说本文

容忍 “以果推因”的研究方法，而是强调任何历

史研究结论推演的前提都需要尊重最基本的

事实。

三　可能与现实：镇靖堡设治

接下来讨论 “同治八年迁治”，其实也和前

述类似，是在历史的可能与现实之间寻找重新检

讨的路径。但前提同样是，首先要回到具体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去。

１．有县无治：同治战乱中的靖边县

翻检光绪 《靖边县志稿·职官志》会发现，

在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年）八月新任知县梁以恭之

前的历任，都缺乏履职年份的记录。据称这是
“嘉光以来七十余年，册档全佚”的结果，而造

成这一官方记录中断的直接原因是同治年间的回

民起义。

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年），回民起义的烈焰日益

染指靖边。六月，攻新城堡 （即靖边营城），时

任知县曹德元，正是梁以恭的前任。据志载，此

番攻守双方十分惨烈，以致县把总高文英、典史

谢兆球、训导雷建辰 “均死之”，全城 “妇女饮

鸩悬梁死者甚夥”，曹命令百姓及属下 “宜急逃”

后，最终寡不敌众以身殉职②。

此番战乱浩劫造成的结果，使设于新城堡的

全部行政机构和职官系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城陷破坏”、“衙署一切均被贼毁”③， “由是贼

频来，明年土匪据之”。同月，镇靖堡亦被攻陷，

其他城堡陆续遭到侵扰，损失惨重。如 “龙州杀

掠甚惨……民多半死亡”④。经此战乱洗礼，靖

边 “五堡均被贼毁，民多逃亡”⑤，“满县蒿莱成
林，豺狼丛生，飞穿屋巅而下攫人食之，继以瘟
疫民靡孑遗”。清政府失去了对靖边县大部分地
区的有效控制，县级行政机构荡然无存，成了名
副其实的有县无治。

被回民起义军攻陷后的新城堡，俨然一座
“空城”，从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年）起，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一直被 “甘肃土匪”盘踞，镇靖堡当地
乡绅虽组织堡民 “结茅搭棚作寨以守”，亦不免
陷于匪巢，据称 “贼匪”董福祥部 “恃镇靖堡为
坚巢，其眷属则窃踞靖边”⑥。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
年）十二月后，清军刘松山部由绥德进攻镇靖
堡，董福祥起义军投降，县境东部局势稍定。同
治八年八月，新任 “知县梁以恭由榆林委署，带
兵抵镇靖，招抚流亡，设赈劝垦，散牛种，民渐
苏”⑦。可见，在新城堡陷落、知县曹德元被杀
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靖边县实际是没有知县管
理，更遑论其行政管理机构。而新知县梁以恭到
达镇靖堡，重新开始行使牧民之权，也就意味着
近代靖边县 “第一次”迁治的完成。

２．插曲：“临时治所”宁条梁
新城堡遭陷前夕，知县曹德元料到大势将

去，于是 “先遣人以县印送宁条梁巡检李梦兰，

李遂权护县印，饬催五堡乡团各自防守”⑧。县
城失守使边外的宁条梁成为全县的 “临时治所”，

由从九品巡检李梦兰掌印，延续着政府在名义上
对全县的统辖。在危急时刻，曹氏为何会将重要
的县印送往宁条梁呢？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按道光 《增修怀远县志》卷１ 《城堡》载：“怀远
本卫所营砦也，而改设县焉……因其波、响、威、清四
堡适中，故以为县治，取其便民也”。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灾劫》；民国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７２ 《名宦九》。

［清］丁锡奎：　《捐廉创修书院拟抵衙署禀本道
府》，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艺文志·近来禀稿》。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灾劫》。
［清］丁锡奎：　《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光

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艺文志·近来禀稿》。
《清穆宗实录》卷２５１，同治八年正月庚寅条；光

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灾劫》。按 “甘肃土匪”

指董福祥率领的抗清起义军，同治七、八年间靖边县境
各堡主要由其控制。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灾劫》。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灾劫》。



宁条梁这一地名在明代已出现在官方文献的

记录中，当时只是一处沿边官军抗击北虏的边外

战场①。该地再次 “回到”文献中的时间，大致

在康熙前期，据乾隆初年川陕总督庆复回顾前事

时云：“宁条梁、四十里铺、石渡口三处……原

为军兴时商民凑集而设。今军需停止，行旅稀

少，无需建堡。惟宁条梁有居民三百余家。应请

于宁塞堡拨出把总一员，带马守兵四十名移

驻。”② 此议得到允准，其缘起则是乾隆三年
（１７３８年）时前任川陕总督查郎阿所建言修筑土

堡之事，其中有云：“延绥镇属定边协管辖地方，

从前客商俱从宁塞堡行走，嗣因道路崎岖，改由

宁条梁进口”③。庆复所言为我们揣测宁条梁在

清初兴起的时间和原因有了更为清晰地认识。康

熙前期以征讨噶尔丹为目的不断在西北用兵，鄂

尔多斯地区是清军重要的军需物资补给区，包括

马、驼、牛、羊等在内都是常见供应品，当然这

还不是军需物资的全部。因此，有需求就必然有

贸易的场所，宁条梁正是由 “军兴”引发的 “商

民凑集”而起。战事平息后，在地方形势日渐稳

定的背景下，宁条梁没有像其他几处贸易地点一

样昙花一现衰落下去，而是因为聚集人口较多继

以得到官方的重视，以致需要驻扎绿营兵来维持

地方治安。这里的原因，一者可能是附近的边外

土地开垦已达到些许规模，二者则与其所担当的

贸易聚集地功能密切相关。宁条梁替代宁塞堡贸

易地位的时间，可能就发生在康熙前期所谓 “军

兴”的过程当中。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年），陕西

巡抚台柱奏称：“延安府属靖边县口外宁条梁地

方，蒙古、汉人交集，距县远，仅把总一员驻

防，请将凤县留坝司巡检裁汰，添设宁条梁巡

检”④。宁条梁日渐受到重视，与靖边县各城堡

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密切。按当时规定，在蒙汉之

间的牲畜交易中，汉民需向内地州县政府交税，

原先在宁塞堡交易时，因属内地，故沿边地方机

构控制尚可。移至边外宁条梁后，“因地方官吏

未去收税，买卖牲畜之民人为逃税，由此出边墙

外互相贸易，偷税漏税者甚多”⑤。随着蒙汉贸

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税收流失严重，故

此在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年），陕西巡抚上奏要

求在宁条梁设收税官员。第二年 （１７６７年），又

再次以 “宁条梁地域广阔不易检查”为由，请求

在边内的镇靖堡设税卡，征收除牲畜税外的其他
物品交易税，并派员向在宁条梁交易牲畜的汉民
专门征税。之所以将镇靖堡和宁条梁联系在一起
收税，实因两地 “相距颇近”。上述请求除了在
镇靖堡设税卡得到清廷允准外，其他都未获批。

因为在朝廷看来，有了镇靖税卡，再在宁条梁收
税属于将 “内地税移蒙地收”，“从无地方官吏至
蒙地收畜税之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榆林
道和靖边县而言，他们只能在最靠近宁条梁的镇
靖堡设立税局，向来此交易的蒙汉民众征收各种
交易税。无疑可以想见，在没有税收负担下的宁
条梁，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边外蒙民和内地民众
前来进行物资交易。光绪 《靖边县志稿》所说
“宁条梁，夙称繁富，客商辐凑，民人数 （十）

万”可能并非过分夸张。

曹氏命将县印送往宁条梁，一者是看重其重
要地位，二者也是因为各堡皆陷，惟巡检尚在其
处。同治六年六月至七年十月，回民和甘肃两支
起义军多次 “骚扰”宁条梁，但 “李巡检以大义
羁縻之，民众犹恃为安危，强相撑持”。不久，
“贼猝至，执巡检李梦兰，杀之。屠民人罄净，

间有逃出者，四路伏窜，街镇一空”⑥。又光绪
《靖边县志稿·职官志》称：“李梦兰，甘肃庄浪
人，同治年任。廉明勇敢，屡带民团杀回贼，贼
畏之。远近客民倚为安危者，亿万人。惜沙地无
城堡，七年春冬迭被贼陷，梦兰力竭死之。而梁
镇街市，一片菁华同归灰烬矣。”

李殉职后，做了一年多 “临时治所”的宁条
梁到此为止，连当初曹德元派人送来的县印也迷
失在战乱中，直到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年）十月朝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世宗实录》卷２７９，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己卯
条。

《清高宗实录》卷２０６，乾隆八年十二月丙辰条。
《清高宗实录》卷５０２，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乙巳

条。
《清高宗实录》卷５０２，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乙巳

条。
《理藩院为宁条梁收税事宜札扎萨克贝子纳木扎勒

多尔济文·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七日》，金海等编译：　《

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第１辑），（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４－５６页；按下文所
引皆同出，恕不另注。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灾劫》。



廷才补铸该县 “印信条记”①。

虽在战乱中颇受打击，但动乱平息后，宁条

梁作为边外贸易集散中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所

谓 “梁镇乱后，无畴昔千百之一，然风脉究胜他

处”②。那么宁条梁是不是可以作为乱后治所选

址的最佳地点呢？

事实上，宁条梁根本不具有成为县治的可

能。要言之，它乃是在边外形成的一处商业贸易

集镇，而边外土地权属归蒙民所有，汉民只是租

借而已，每年都需向蒙民纳租。宁条梁周边土地

同样如此，至于其 “街市”铺面、家院，也要每

年向蒙古贵族交纳 “门面银”③。史料中提及包

括宁条梁在内边外伙盘地属于蒙地的记录随处可

见④。有趣的是，在上文引述乾隆年间陕西巡抚

请求在宁条梁和镇靖堡两地同时收税的理由时，

他们都辩称 “宁条梁、镇靖堡均属靖边县辖地，

将每年所收牲畜税由靖边县造册报部”。然而，

朝廷明察秋毫，很快指出 “宁条梁为鄂尔多斯贝

勒栋罗布色稜地，绝非内地”、“宁条梁属蒙地，

并非属内地”。以致地方政府欲在两地征税之议

搁浅，而之所以要将蒙地认为内地，窃以为极有

可能与当地政府急于扩大税收财政来源有关，但

这并不能作为宁条梁成为内地的理由。试想对于

当时人，特别是具有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而

言，怎会有将县治迁往边外蒙地的奇怪想法呢？

退而言之，宁条梁 “沙地无城堡”，在同治回民

起义刚刚结束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客观实情也使

地方政府不可能考虑将治所设在宁条梁。再者，

该镇位置甚为偏处一隅，“距县远”，以此为治无

疑也不利于今后的行政管理。总之，同治年间新

城堡遭受灭顶打击后，宁条梁根本不具备成为新

治可能的前提，此间短暂为治的经历不过是昙花

一现的权宜之计，并非常态社会的真实面相。

３．真正的可能：重回旧治

同治八年 （１８６９年）八月，梁以恭赴镇靖

堡上任，标志靖边县第一次迁治完成。当时有关

治所选址的真正可能其实有两处，即镇靖堡和旧

治新城堡。历史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是地方政府

在两者之间不断比较的结果。

究其原因，一是乱后两堡人口差异显著；二

是衙署等设施的保存状况。回民起义后，靖边县
“五堡均被贼毁，民多逃亡，惟镇靖居民尚有三

四十家”⑤，新城堡则 “薪水艰难，苦无居人”⑥。

对地方行政机构而言，设在一个 “空城”里是无

法想象的。而镇靖堡相对全县 “四乡居民沿崖傍

涧，往往二三十里仅见一二人家”⑦ 的情况，无

疑境况稍好。衙署等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是另一

方面。“自遭兵燹，新城衙署一切均被贼毁，县

治遂移镇靖堡，藉旧防营草作衙署”，虽然新治

也只能借用旧防营勉强度日，但总比新城堡一无

所有乐观。

尽管如此，将县治迁回新城堡的呼声事实上

并未消失。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年），孔广晋任知

县，甫到即试图将治所迁回新城堡。同治十二

年，镇靖都司李志刚监督兴修新城堡，孔广晋派

乡勇帮助修理，使其 “现尚完整”。此次修城实

属不易，即便镇靖堡也是 “全坏未修”，以致后

来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年）知县丁锡奎 “以公

款奇绌，民力凋敝，拟请改筑今治城，截去一

半，庶费少易成”⑧。倘若孔广晋没有迁回旧治

的打算，恐怕断然不会在乱后社会凋敝的状况面

前徒增破费。不仅如此，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

他 “禀请库银，仍在旧治重修新城书院”，对此

丁锡奎后来议论道：“盖彼时尚欲复旧治也，岂

知时势碍难，迄今旧治仍无人烟，书院久经旷

废，官师仍在新治”⑨。显然，到光绪后期，人

们已经完全接受县治设于镇靖的现实了，以致迁

回旧治的想法反倒成为一种匪夷所思。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清穆宗实录》卷２９３，同治九年十月戊午条。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１ 《舆地志·图绘·边外
总图》。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杂志·蒙界租户》。

如 “县界边墙，民人租种蒙地五万余垧，纳租该
盟长，轮派甲收，每年由蒙员催收，有事仍禀县核追。”
（光绪 《靖边县志稿·凡例》） “梁镇本系蒙地”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１ 《田赋志·厘税局公所》）、 “蒙地宁
条梁”（民国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３５ 《征傕二》）、“宁
镇……蒙地，向无堡寨，环街周围挑壕作卡，以民守
之”（民国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７２ 《名宦九》）等等，

不一而足。
［清］丁锡奎：　《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１ 《建置志·城池》。
［清］丁锡奎：　《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１ 《建置志·城池》。
［清］丁锡奎：　《捐廉创修书院拟抵衙署禀本道

府》。



笔者以为，尽管迁治镇靖堡带有一定的历史

偶然性 （例如战争），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势

所趋的表达。只是此前拙文将边外伙盘地的开发

与治所的北移之间直接加以勾连，在逻辑上稍显

单薄。或许可以从新城堡失去治所地位后，无论

后来如何努力仍难恢复其昔日地位这一角度，重

新为此前两者之间关系的确立找到根据。假如新

城堡仅是因为回民起义的影响，失去了设治的条

件，那么此后孔广晋一系列 “技术层面”上的弥

补与重振，就应当收获预期的效果。然而，这些

举措杯水车薪，对新城堡的 “复兴”居然没有起

到丝毫作用，以致后来丁锡奎不无暗讽地指出
“岂知时势碍难”？此间反映的区域历史变迁趋势

值得深思。

总之，看似应该可能成为县治备选的边外重

镇宁条梁，实质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但是，战

乱中短暂成为临时治所的经历，却提醒我们注

意，该镇往往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会发挥意

想不到的作用，对此下文还有论述。真正能够影

响同治八年迁治的可能选项，仍是旧治新城堡，

只是这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愈加不靠

谱，以致光绪后期当政者已完全接受镇靖堡作为

新县治的历史事实。

四　 “１９４２年迁治张家畔”研究之检讨

笔者在翻检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对
“１９４２年迁治张家畔”的说法，往往忽略了一些

关键性问题，值得重新检讨。

１．似是而非：１９４２年 “县城移置张家畔”？

“民国三十一年 （１９４２年），为了交通方便，

县城移置张家畔”一说，出自新修 《靖边县志》

“县城变迁”一节①。对此，包括此前拙文在内

以往研究皆未深究。但此处 “破绽”不少，比如

是几月移置的县城，又是为与何地的 “交通方

便”等等。

另据资料称：靖边 “县政府驻地于１９４２年

冬从镇靖迁到张家畔”②。虽将时间明确到冬天，

但仍嫌模糊。笔者有幸找到一位曾在张家畔工作

过的陕甘宁边区青年的回忆录，描述他从１９４２
年春至翌年夏在该处工作、生活的情况，具有一

定史料价值。兹摘要如下：

张家畔是陕西省靖边县的一个小镇子，

地处沙漠地带。当时人们形容张家畔 “一年
一场风，初春到残冬。”这当然有点言过其

实了，但说明张家畔人烟稀少，比较荒凉。

张家畔在延安西北方向，距延安有三至四天

的路程。它与国民党驻防区安边县宁条梁镇
接壤……我是一九四二年春去张家畔光华商

店工作的，任营业科长兼门市部主任……盐
业支公司……主要经营食盐，兼营粮食、茶

叶、土布等。购盐对象主要是蒙古族人民，

每天约有百十条骆驼驮盐进店，可购进食盐

三至四万斤。蒙民把盐出售后买走土布和小
米、茶叶等。张家畔属食盐集散之地……食

盐流向，一是绥德地区，一是陕西关中地
区。张家畔唯一的政府机关是税务局……盐

业公司和税务局是一个党支部……张家畔有
一家小杂货店是敌人坐探的据点，专门刺探

我方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并策动我方人
员叛逃。张家畔比延安更加艰苦，燃料极端

困难，做饭烧柴草，取暖用木炭，有时烧点
煤是盐商从瓦窑堡运来的……有三十亩的场

地可供骆驼歇宿和装卸盐包之用。
……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一

九四 三 年 的 夏 季，又 奔 赴 新 的 工 作 岗
位了。③

由于是忆者数十年后的描述，所以偏差可能
在所难免。问题是，从中完全看不出有中共靖边
县委 （县政府）搬迁到张家畔的任何迹象，忆者

甚至强调唯一的政府机关是 “税务局”。以当时
张家畔的聚落规模，一个县委机关的到来，不应

没有在记忆中留下痕迹。可见，所谓 “１９４２年
迁治张家畔”的说法值得审慎对待。

·０９·

①

②

③

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靖边县志》， （西
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３８页；另参惠永明
编著 《榆林纪事》，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第２０５页。

中共靖边县委组织部、中共靖边县委党史研究室、

靖边县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靖边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３４．８－１９８７．１０）》（内部发行），（西安）陕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９、４６页。

卓毅然：　《在延安光华商店和两个盐业支公司的几
年》，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 《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
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７３－７５页。



陕甘宁边区的政府文件也可侧面证明这种怀

疑。１９４２年１２月，边区政府在命令中称：

张家畔靠近蒙界，几年来因为盐业的发

展，市面逐渐繁荣起来。附近居民，每于农

暇时，以自由贩运食盐作为正常之副业者很

多……张家畔非比于其他市镇，除盐业而

外，别少利润可图，现在正届冬临农暇期，

无论商民、农民均纷纷呼叫，相反友方宁条

梁及蒙地商人乃借机在该管辖区域内大事筹

设盐店。依据上项理由政府应以张家畔为特

殊情形，准予私人盐店继续营业。①

不但在目前笔者所见边区政府文件中未发现

靖边县委 （政府）１９４２年迁到张家畔的直接记

录，而且另有资料显示县治是在 “一九四五年迁

张家畔”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迁治时间模糊不定而又间

有异说的情况呢？或许要从当时靖边县所处的特

殊历史地理环境中寻找答案。１９３５年６月，刘

志丹攻克国民政府靖边县城镇靖堡，该县府只得

迁往县境西北隅的宁条梁镇。就全县而言，大部

分地区归中共所控制，国民党政权事实上 “仅控

制宁条梁围圆三十里之境”③。抗战时期，边区

政府曾多次要求将辖区内的国民党县级政权撤

销，改变 “一县两长”的局面，但由于各种原

因，并没有被国民政府接受④。换言之，国民党

政权靖边县政府设在宁条梁本非情愿，而是极端

历史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档

案中称宁条梁为 “临时县治”，称镇靖堡则为
“靖边旧治”⑤。显然，在镇靖堡失守前，国民党

政权是不会无缘无故主动选择迁治宁条梁镇的。

从１９３５年５月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共靖边

县委多次改换驻地，甚至同一时期出现 “三县
（委）并立”的局面 （参表２）。若以中共靖边县

委驻地为县城所在，那么在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

时期，靖边县治可谓遍布全县，张家畔也不过是

众多 “县城”中的一个。事实上，其真正成为中

共靖边县政府驻地稳定下来，是全国解放以后。

１９４２年冬，靖边县委迁到张家畔是其第一次作

为地方政府的驻地，在边区档案及后人回忆中没

有留下痕迹，或许与机关驻地频繁迁移、驻扎时

间很短有关。至于文献中的不同说法，则可能是

选取张家畔作为县治起始时间的标准不同所造成

的。１９９３年编写 《靖边县志》时，之所以强调
“１９４２年迁治”张家畔，显然是受到后来历史选
择的影响。

２．张家畔：食盐集散与汉蒙贸易之地
前引卓毅然的回忆，有助于解释 《靖边县

志》所说的 “交通方便”一语。抗战时期，为克
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陕甘
宁边区政府曾发起大规模的食盐运销活动，对边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此学界
已有研究⑥。

运盐需由交通道路来连接产地和销地，边区
政府组织了三条运盐主干线：定边至延安、定边
至庆阳和靖边至清涧。当时对道路实施加宽，减
小坡度，增修或加固桥梁、涵洞，以保通行顺利
和安全；并在沿途重要集散地建立食盐转运站和
骡马站等⑦。来靖边运盐的销地主要有清涧和绥
德，一由清涧至瓦窑堡转盐池，一由绥德经石湾、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战字第６２８号］———妥拟
准许张家畔私人盐店继续营业办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陕甘
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６辑），（北京）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４１５－４１６页；另参陕西省档案馆编 《陕甘
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１７２页。

河洛：　《陕西地名、县名简介》，西北大学西北历
史研究室编 《西北历史资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

榆林市档案馆藏：　《敌伪政治档案案卷·陕西省榆
林专员公署参谋室·兵要地志卷》（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９
年１月），全宗号６４，目录号９，案卷号４５。

宋金寿、李忠全主编：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０１－２０５页。

榆林市档案馆藏：　《旧政权档案·陕西省榆林专员
公署参谋室·兵要地志》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５年９
月），全宗号６４，目录号９，案卷号９５。

黄正林：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抗日战
争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闫树声等主编：　《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
（中、下篇），（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３９
页。



表２　中共靖边县委沿革与驻地变动概况表 （１９３５．５至今）

时
间

驻
地

县 委

１９３５．９－１９３７．９　 １９３７．９－１９４５．８　 １９４５．８－１９４９．１０　 １９４９．１０至今

靖边县委 （东靖边）

店家城、青阳岔、卧
牛城、吴家峁子、杜
家峁、郑石湾、焦家
湾、陈 家 砭、 大 台、
李邱家坪

靖边县委 （西靖边）
桃李坬 （今属志丹）、
蒋 家 寺、小 张 家 畔、
沙 洼 沟 （１９３５．５－
１９３５．１１）

新城县委

杜 元 峁、小 李 圪 坨、
李寺湾、高粱湾、总
关 口 （１９３６．９ －
１９３７．７）

靖横县委 （靖边、横
山、新城三县委合并） 　

李邱家坪 （１９３７．９－
１９３７．１１）

靖边县委 　

镇靖 堡 （１９３７．１１－
１９４２．冬）
张家畔 （１９４２．冬 －
１９４５．８）

杨渠、张家岔、薛家
畔、镇 靖 堡、 小 河、
龙州，余在张家畔

张家畔镇

　　资料来源：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靖边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３４．８－１９８７．１０）》（内部发行），第１－６４页。

青阳岔、张家畔至盐池①。加上已有的靖边至延

安的大车道②，进出靖边的交通道路因此发展起

来，张家畔由于地处食盐集散地，故成为上述几

条盐道的交汇点。

所谓 “交通方便”，指张家畔的地理位置比

镇靖堡优越。此间微妙差异，可从清末官方有关

两地的比较来说明。光绪末年，知县丁锡奎在试

图振兴镇靖堡时，发现 “近数年来奸商结串，绕

走张家畔一带……令归原路，均置罔闻”。 “原

路”指经过镇靖的通商道路，“其客货由西来者，

梁镇上税，镇靖查票；由东来者，大台上税，亦

镇靖查票”。丁氏认为避漏商税是影响振兴镇靖

堡经济的主要原因。他说 “奸商”漏税是因 “张

家畔有河一渡，桥由民搭。本城东北门外有河两

渡，其桥向由民搭。嗣经卑前任彭令会楫捐钱生

息，委令典史经理搭桥。积久未免弊生，或稍有

照管不到之处，伊等借此不前”③。为此，他力

主革除旧弊，使商民重以镇靖为通衢④。当时，

县民张占福、张兴德以 “路平而近”为由禀请将

通往宁条梁的大路改走张家畔，遭到丁的强烈驳

斥：“平则有之，明明较镇靖迂远十里，何得又

诬为近”⑤。事实上，由于自身局限所致，丁氏

的观点充满维护镇靖堡的本位意识。不可否认，

商民不走张家畔确有避漏商税之嫌，然从便捷的

角度，张家畔的确比镇靖堡优越。镇靖堡建于芦
河支流交汇处，出入该城均需过河，即所谓 “两
渡”，且地处边内横山北缘，若选走该城，无形
中增添若干 “翻山越岭”之烦。张家畔则不然，

其地虽仅在镇靖堡以北１０公里处，但已位于边
外风沙滩地区，“镇靖城……治北蒙地，多平沙，

俗呼曰滩，由张家畔东驰石渡口塘，出怀远境，

西驰沙头、红柳、宁条梁塘，出定边境，路通榆
陇”⑥。选走张家畔一路无阻，自然利于交通。

即便丁氏言 “远十里”为实情，但张氏的 “路平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边区政府对绥德分区专署运盐及灾情报告的复信
［后字第９８６号］（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附绥德分
区专署的两个报告》，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合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４辑），（北京）档
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１页。

陕西省档案馆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第

８４页。
［清］丁锡奎：　《拟复镇靖通衢禀本道府》，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艺文志·近来禀稿》。
［清］丁锡奎：　《拟办桥工新章禀本道府》，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艺文志·近来禀稿》。
［清］丁锡奎：　《批示张占福、张兴德禀移大路

由》，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４ 《艺文志·近来禀稿》。

光绪 《靖边县志稿》卷１ 《舆地志·图绘·县总图
说》。



而近”若指时间，则也非虚言。张家畔周边环境

也颇有特点，“新治北海子滩及张家畔一带，海

孔无数，绿柳遍似隋堤。每春日波光映树，有鹳

偕来，结巢水中，飞行半空，如在绿云。土人探

取其卵，呼为 ‘沙鸢’。”① 其实，就连丁锡奎本

人都已意识到张家畔通衢地位的日益显现，承

认：“详度地形，张家畔一带地亩宽饶，林木密

茂，民间可耕可樵，仅纳租王府，别无赋徭，日

用优裕，今藉此通衢適足长本地之游惰，招外来

之匪徒”②。

成为食盐运输集散地和汉蒙贸易的场所，是

张家畔 “交通方便”所表现出的两个方面。正如

卓毅然所说，张家畔的食盐源自蒙民从边外驮运

而来，并以此交换边区的粮食、布匹和茶叶。

“境外蒙民与边区的交往很频繁，每年定边、靖

边、盐池等地的骡马大会都有伊克昭盟等地的蒙

民和宁夏的回民赶着骡、马、牛、羊来进行交

易”③，当时边区政府文件也证明蒙民在粮食等

物资方面时常仰仗边区的供给④。张家畔恰好处

于这种蒙汉之间互通有无的临界线上，自然占据

着勾连周边交通的制高点。

本来边外的土地所有权属蒙古贵族和民众，

汉民只是租种暂居，如丁锡奎说张家畔 “纳租王

府”即是明证。民国初年，蒙汉双方曾对边外一

定范围内的土地归属发生过激烈地争夺，蒙方强

调以明长城为界，汉人则坚决反对，要求维持现

状，双方相持不下，最终不了了之⑤。但是如此

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以即成事实的方式最终占有

了相当部分的边外蒙地，张家畔和宁条梁等皆在

此范围内。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在继续保证汉人

拥有边外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对另一部分蒙民聚

居的地区，以归还 “汉族军阀豪绅侵占之蒙地”

的名义重新划拨给鄂尔多斯各旗⑥。所以到抗战

时期，中共靖边县委移驻到张家畔时，已不存在

和蒙方牵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所谓１９４２年迁治张家畔，其实

是在晚近 “文献书写”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标准

说法，并不具备史学研究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

２０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靖边县政府驻地的不断改

变，既夹杂着国共两党在这一地区有关地方政权
“正统性”的相互角力，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自身地方政权机构组织方式和空间布局的不断

变迁。因此，近代靖边县的 “第二次”迁治实质
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选择过程，其中仍然伴随

着些许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比如战争和军事对

峙、摩擦等等。但必须指出，笔者仍然坚持在此

前拙文中所认为的，靖边迁治镇靖堡乃至张家畔

是数百年来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影响下的产物。这

一系列的治所选址变动，标志着地方社会发展所

表现出来的部分轨迹，最终挣脱明代以军事防御

为立足点的城堡选址依据，在边疆内地化的背景

中，走上了顺应历史发展的道路。换言之，尽管
明代中期建设的城堡位置至今未再变化，但作为

具有主观选择性的地方政区治所而言，则可以不

断根据人文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

和适应。一个时代建立的城堡固然可以被后世所

继续利用，但这种延续最终必会被新的时代要求

所淘汰，从而成为历史的遗迹。

五　结　　语

以往对靖边县治选择依据的客观考察，往往

上溯至对明代靖边诸堡地位地分析比较，固然可

以从历史渊源的层面提供依据，但难免有隔靴搔

痒之嫌。换言之，靖边县治驻地是由雍正年间
“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今天我们不得其详，主

要因为文献不足，无从揣度。因此，进一步挖掘

可以直接说明问题的史料，是下一步可以深化主

题的可能出路。同样，尽管清初宁条梁即已逐渐

兴起，但同治年间的治所选择仍然是根据人口和

衙署等现实因素在新城堡和镇靖堡之间进行取

舍。笔者以为，如果没有战争等偶然因素的干
扰，新城堡作为靖边治所驻地的时间还会更久。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在靖边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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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角力，造就了一县二治的客观事实。对国
民政府而言，宁条梁不过是万不得已的临时驻
地，镇靖堡才是真正的县城所在。张家畔能够从
中共在靖边众多的政府驻地中 “脱颖而出”，成
为建国后的新县城，似乎有些偶然。但如果联系
此前的迁治过程，或许仍可顿悟区域社会变迁对
政区治所驻地改变的无形制约。事实上，影响靖
边治所迁徙个案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深化了我
们对清初以来陕北沿边地区不断内地化进程地认

识。这种蔓延整个区域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不因为
靖边县治是驻于新城堡，还是镇靖堡抑或张家畔
而改变。但既往的事实说明，这种变化确实顺应
了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动向，成为我们今天认为
理所当然的选择。

将明代陕北沿边城堡的选址与清代地方政区

治所驻地的迁移过程联系在一起，不免给人以穿
越之感。毕竟，遗留到今天的大部分明代城堡的
最终位置，在成化年间即以确定。所以，后来政
区治所不断在这些城堡之间变换，不能被认为城
堡本身又经历了重新选址的过程。要言之，陕北

沿边地区的城堡选址与治所迁移本质是两类不同

的历史过程。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无视两者之
间的内在联系，否则便会割裂历史发展的脉络。

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明这种联系。第一，明代沿
边城堡延续的兴衰历史与后来其是否作为政区治

所关系密切。目前陕北榆林、靖边、横山、定边
等市县的情况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说明这种联

系。第二，固定的城堡位置与不断变换的治所驻
地之间，体现了沿边地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区域
社会经济人文要素的重新整合和布局趋向。

靖边迁治的个案，就明清以来陕北沿边地区
而言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尽管如此，上述初步
结论能否适用于整个区域，其实仍然还需要更多
工作的支持，不断总结，方有可能得出更为可靠
和系统的认识。因此，本文只是一种尝试，希望
接下来地研究和批评能够继续将相关话题深入开

展下去。
［后记］承蒙匿名审稿委员和侯甬坚教授批

评，张萍教授的建议对拙文修改至关重要，诚致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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